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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出的国家战略，其CO2排放趋势、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和减排
路径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编制了 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清单，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探究CO2排放的关键驱动力。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在2017年后明
显放缓，已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脱钩。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分别是驱动和抑制粤港澳大湾区
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生产和重工业对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增长的推动作用降低，服务业正
成为主要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圳和香港
的产业升级以及深圳、广州和佛山的技术进步抑制了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
异质性增加了减排指标分配难度和制定区域碳中和路线图的复杂性。本研究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分级减排策略和碳达峰、碳中和建议，为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方案以及其他城市
和地区的低碳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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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环境挑战。减缓气候变化，实施

《巴黎协定》，促进低碳转型是全球共同目标。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能源消费国[1‒2]，中国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了从能源结构优化

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

源增长的引领者[3‒4]，2020年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装机

容量的45% [5]。中国制定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

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6]，成为世界主要排放国中第一

个为碳中和设定期限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21年1月发布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碳减排是协同控

制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关键[7]。在如此短时间内实

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付出非凡努力。城市是资源

的主要消耗者，也是污染物和CO2的主要排放者。因此，

城市低碳发展对国家实现碳中和以及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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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其作为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旨在将粤港澳

大湾区（下文用大湾区表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和绿色

低碳发展的典范[8]。大湾区由珠三角九个城市和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贡献了全国12%的GDP和5%

人口。凭借先进的制造业和完善的供应链，2020年传统

产业（纺织、造纸和印刷、石油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

的增加值占到大湾区第二产业的 43% [9]。对煤炭的高度

依赖使大湾区碳排放强度高于其他国际湾区[10]。随着经

济和人口的增长，大湾区能源需求总量和CO2排放量将持

续增长，导致资源和环境压力持续增加[11]。大湾区城市

的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香港、澳门、广

州、深圳和其他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探讨大湾区城市CO2

排放趋势、驱动因素和差异化的减排路径，既是实现区域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的重要步骤。

过去关于大湾区城市CO2排放特征和社会经济驱动因

素的研究遇到了一些挑战。第一，如表1所示，该领域大

多数研究只考察了单个城市、年份和行业CO2排放量，而

不是对整个地区较长时间跨度和全行业CO2排放量进行研

究，无法评估大湾区整体 CO2排放趋势[12‒17]。第二，

现有研究集中在广东省和特定城市CO2排放驱动因素上，

难以研究单个城市或行业对大湾区CO2排放的贡献[18‒

21]。第三，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导致了不

同低碳发展模式[22‒23]。因此，“一刀切”碳减排方式对

大湾区城市来说不可取。第四，各城市使用不同排放核算

方法，数据无法比较。

为了解决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根据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方法，构建了大湾区 2000—

2019年城市级CO2排放清单，该清单与国家和省级清单具

有可比性和一致性。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模

型分析了大湾区CO2排放的关键驱动力（因素、城市和行

业），提出了差异化城市减排路径和低碳发展路线，探讨

新常态下大湾区城市CO2排放驱动因素和因地制宜的低碳

发展路径，为大湾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本研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区域

和城市环境保护责任划分奠定了基础。大湾区低碳发展可

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经验，也为大

湾区制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指引。

2. 文献综述

准确CO2排放清单为制定和实施碳排放减缓政策提供

了量化基础。Kennedy等[22]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自下而上方法计算了全球 22个城市的温室气体清

单。Wang 和 Liu [24]根据 DMSP (defense meteorological 

program)/OLS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城市之光”卫

星数据评估了城市层面的CO2排放量。Du等[25]应用月度

夜间灯光数据创建了快速核算的中国碳观测系统，并以此

计算了2020年1—5月省级城市和农村家庭月度碳排放量。

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城市统计年鉴、遥

感图像、发表报告和文献。然而，这些数据必须经过系统

审查以确保一致性和准确性。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CEADs）从化石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过程两方面开发了

核算中国城市CO2排放清单方法[26‒27]，可为中国城市

提供统一和可比较的能源和排放统计数据[28]。

计量经济学和分解分析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识别CO2排

放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29‒30]。在计量经济分析模型中，

选择CO2排放量作为因变量，潜在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

如外国直接投资和城市化率[31‒34]。计量经济学以条件

均值函数假设为基础，以模型估计和检验为核心，在实际

应用中具有不可逆性、时变性和非实验性[30,35]。

分解分析方法通常基于一个恒等式，将碳排放分解为

规模效益、结构效益和技术效应 [36]。结构分解分析

表1　对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的已有研究

Reference

Xu et al. [14]

Dong et al. [13]

Huang et al. [12]

Lin and Li [15]

Dou et al. [16]

Qian et al. [17]

Scope and system boundary

Production-based CO2 emission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 processes, solid 

waste emissions, and wastewater emissions within urban boundaries

CO2 emissions from the operational phase of urban public transport

Embodied CO2 emissions in imports and exports

Production-based CO2 emissions within city boundaries

Energy-related emissions, emissions from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and embodied 

trade-related emissions

Production-based CO2 emission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consumption-side CO2 emissions based on input-output table accounting

Case region/cities

Pearl River Delt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Macao

47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Industry

Industry-wid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wide

Industry-wide

Industry-wide

Industry-wide

Time span

1990‒2014

2005‒2015

1990‒2015

2017

2000‒2015

2012

2



（SDA）、指数分解分析（IDA）和生产理论分解分析

（PDA）是代表性的分解方法[37]。通过结合生产理论、

距离函数和环境数据的包络分析[38‒40]，PDA可以量化

效率和生产技术对 CO2排放变化的影响[41‒43]。然而，

PDA方法无法捕捉结构（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影

响，这些效应是碳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30,44]。

SDA方法最先用于经济结构分析，然后扩展到能源

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分析[45‒47]。该方法在投入产出模

型基础上评估生产和消费视角的影响，能够区分技术效应

和最终需求效应。为了进一步追踪贸易隐含碳排放，SDA

可将CO2排放分解为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影响[48‒

50]。SDA方法主要基于投入产出表。由于缺乏国家级以

下的投入产出数据，该方法不适用于城市尺度CO2排放驱

动因素分析[46]。

IDA方法被广泛用于生产端CO2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其对数据要求不高，适用于对环境压力多个驱动因素进行

加法分解和乘法分解分析[36,51‒52]。在各种 IDA方法中，

LMDI引入了对数均值权重函数来消除分解余项，具有适

应性强、收敛性好、一致性好、使用和解释方便等优点

[53‒54]。过去的研究和经验表明，LMDI适用于分析CO2

排放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并提供与政策相关的见解[23,

55‒57]。

3. 方法

3.1. CO2排放清单编制

按照 IPCC指南，核算了2000—2019年大湾区城市行

政区域范围内CO2排放清单，量化了区域范围内社会经济

部门和居民活动的直接排放量[58]；分析了大湾区城市化

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的CO2排放趋势，涵盖 47个社会

经济部门、17种化石燃料和7个工业过程[26]（附录A中

的表S1至表S3）。为避免重复计算，将化学原料能源消耗

和运输过程损失从总能源消耗中剔除[59]。城市范围内生

产的电力和热力的排放根据一次能源消费计算。行政区域

排放清单不包括从城市边界以外进口的电力和热能的排放

以及城市间运输消耗能源相关的排放。

3.1.1. 能源消费

根据 IPCC的方法[58]，能源消耗所排放的CO2等于各

社会经济部门能源活动（能源消耗量）和相应的排放因子

的乘积，如公式（1）：

Cenergy =∑
i = 1

17∑
j = 1

47

Cij =∑
i = 1

17∑
j = 1

47

AD ij ×NCV i ×CC i ×Oij (1)

式中，i代表能源类型，j代表社会经济部门。Cij表示社会

经济部门 j消耗 i种能源产生的CO2排放。ADij表示活动数

据，即化石燃料消耗量。NCVi、CCi 和Oij 是排放因子，

分别代表净热值、碳含量和氧化率。该排放因子来自

Liu等[28]，被认为能准确核算中国能源消耗CO2排放量，

被许多学者广泛使用[60‒62]。在本研究中，特定能源类

型的时间序列碳排放核算中，排放因子是固定的。

3.1.2. 工业过程

工业过程的CO2排放是指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生化

学和物理变化产生的排放，如水泥和石灰生产。工业生产

过程相关的CO2排放可用公式（2）计算：

Cprocess =∑
k = 1

7

Ck =∑
k = 1

7

ADk ×EFk (2)
式中，k代表工业过程；Ck和EFk工业过程相关CO2排放

和排放因子；ADk代表活动水平数，即工业产品产量。水

泥生产的排放因子来自Liu等[28]，其他工业过程的排放

因子来自 IPCC。

3.2. LMDI模型

本研究使用LMDI方法[公式（3）和公式（4）]探讨

了不同驱动因素、城市和产业对大湾区CO2排放的贡献。

以往研究表明，规模、结构和技术是CO2排放的主要影响

因素[57,63‒65]。根据恒等式，大湾区CO2排放的驱动因

素被分解为六个因素：燃料质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人均GDP和人口。燃料质量和能源强度代表

技术效应，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代表结构效应，人均

GDP和人口代表规模效应。本研究LMDI计算针对珠三角

九个城市和香港开展。澳门由于缺乏各行业能源消耗数

据，以及其在大湾区CO2排放占比较小（0.3%），因此没

有开展分解分析。

Cnt =∑
i
∑

j

Cijnt

=∑
i
∑

j

Cijnt

Eijnt

´
Eijnt

Ejnt

´
Ejnt

Gjnt

´
Gjnt

Gnt

´
Gnt

Pnt

´Pnt

=∑
i
∑

j

Tijnt ´Nijnt ´ Ijnt ´ Sjnt ´ Ynt ´Pnt (3)
式中，n和 t分别代表区域和年份。Cnt代表 t年n区域CO2

排放量。Tijnt =
Cijnt

Eijnt
代表n区域 t年 j部门 i种燃料的排放

强度，反映了燃料质量的升级（如使用无烟煤而不是褐

煤）；Nijnt =
Eijnt

Ejnt
是 t年 n地区 j部门中 i种能源消费的占

比，用于表示能源结构；Ijnt =
Ejnt

Gjnt
是能源强度，表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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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 j部门在 t年单位GDP能耗；Sjnt=
Gjnt

Gnt
是 t年n地区

j部门GDP在整个行业的占比，用于表示产业结构；Ynt=
Gnt

Pnt
是 t年n地区人均GDP，用于衡量经济发展；Pnt是 t年

n地区的常住人口。47个社会经济部门被分为：能源生产

业、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业、服务业和其他等六大

类。17种化石燃料被分为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三类。

∆Cnt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T t
ijn

T t - 1
ijn

+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E t
ijn

E t - 1
ijn

+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I t
jn

I t - 1
jn

+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S t
jn

S t - 1
jn

+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Y t
n

Y t - 1
n

+

∑
i = 1

3∑
j = 1

6

L (wt
ijn  )wt - 1

ijn ln ( )P t
n

P t - 1
n

=

∆Tijnt + ∆Nijnt + ∆Ijnt + ∆Sjnt + ∆Ynt + ∆Pnt (4)
式中， L (wt

ijn  )wt - 1
ijn = ( )C t

ijn -C t - 1
ijn

é
ë

ù
ûln ( )C t

ijn - ln ( )C t - 1
ijn

是对数平均权重系数，∆Cnt 是区域 n从 t - 1年到 t年CO2

排放量变化。∆Tijnt、∆Nijnt、∆Ijnt、∆Sjnt、∆Ynt和∆Pnt

分别代表燃料质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

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CO2排放的贡献。

3.3. 数据来源

2000—2019年珠三角城市的常住人口、GDP、工业

增加值、工业能耗、工业产品产量等数据均来自这些城市

的统计年鉴。珠三角城市缺失的能源消耗数据由当年省级

能源消耗数据或该市相邻年份的能源消耗数据按各行业增

加值份额和人口数折算得出。香港各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碳

排放根据GDP的份额来分配。以2010年为基期，将GDP

转换为不变价，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香港和澳门

2000—2019年的常住人口和GDP分别来自香港政府统计

处和澳门统计暨普查局。香港和澳门CO2排放数据来自国

际能源署（IEA）和全球大气排放研究数据库（ED‐

GAR）。基于前期研究[27]，对大湾区城市CO2排放量进

行了更新，校验能源消耗数据有助于更准确核算，数据可

从CEADs官方网站†免费下载。

3.4. 不确定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IPCC推荐的蒙特卡洛方法来评估能源有

关CO2排放的不确定性[58]。假定能源消耗数据和排放因

子为正态分布[28]。排放因子的变异系数（CV，标准偏差

除以平均值）为 3%（煤炭）、1%（石油）和 2%（天然

气），能源活动数据CV值取决于行业类别，在5%~30%之

间波动[28]。本研究开展了两万次蒙特卡洛模拟[28]。珠三

角城市能源相关CO2排放量在97.5%置信区间的不确定性

为[−5.07%, 5.15%]，其中，2013年江门碳排放不确定性最

高，为[−4.99%, 5.15%]，2009年深圳的不确定性最低，为

[−1.30%, 1.29%]。由于工业过程相关CO2排放在大湾区占

比（4%~7%）较小，故不确定性分析中不考虑[66]。

4. 结果

4.1. 粤港澳大湾区CO2排放趋势

大湾区 2000—2019年CO2排放量以 3.8%的年均增长

率快速增长，于 2017 年进入平台期（图 1）。2000—

2007 年，大湾区 CO2 排放量急剧上升，年均增长率为

8.6%。2007—2009年期间，排放量呈现明显波动，全球

金融危机后碳排放迅速反弹，2019年达到3.87 × 108 t，比

文献[10]估算结果（2017年4.19 × 108 t）少8%。大湾区城

市之间CO2排放具有较大差异。珠三角城市占大湾区总排

放量的89%。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如广州、香港、深

圳、佛山和东莞，是大湾区主要CO2排放源。广州贡献了

最大CO2排放量（2019年占大湾区总量的 26%），其次是

深圳（12%）、香港（11%）佛山（11%）和东莞（11%）。

澳门以博彩业为主，产生CO2排放量最少。肇庆、江门和

惠州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承接地，其CO2排放量呈

明显上升趋势。大湾区低碳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

后CO2排放量明显放缓，已实现与GDP增长脱钩（图2）。

大湾区对煤炭的依赖性仍然较强，2019年煤炭相关

CO2排放占56% [图1（b）]。石油相关和工业过程相关的

CO2排放占比继续下降，分别从2000年的42%和6%下降

到2019年的30%和5%，天然气相关CO2排放占比从2000

年的 4%上升到 2019年的 9%。虽然“十三五”开展较强

力度的淘汰落后产能和能源结构调整等工作，2019年大

湾区能源结构仍然不平衡。大湾区能源低碳转型需要在能

源技术、能源布局和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综合发力。

能源生产部门是大湾区主要的CO2排放部门，占2019

年CO2排放量的53%，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占大

† http://www.cead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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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CO2排放量的51% [图1（c）]。服务业CO2排放量持

续上升，在 2010年超过重工业成为第二大CO2源，并在

2019年占大湾区CO2排放量的21%。运输业是服务业CO2

最大贡献者（2019 年占大湾区总量的 18%）。重工业是

CO2第三大贡献者（13%）。2019年，珠三角城市工业增

加值占总产值的93%以上，其中先进制造业（即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

汽车制造业）占总产值的 42%，产生 1%的工业CO2排放

量。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已形成以电子、电

气、汽车、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发

展格局。传统制造业（即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

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CO2排放量占大

湾区CO2排放量的72%。大湾区应加快能源消费领域电气

化进程以及石化和金属产品行业转型升级。

如图1（d）所示，2000—2007年间大湾区人均CO2排

放量急剧增长，在2007年达到峰值5.9 t，然后缓慢下降到

2019年的5.3 t，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 [66]。在2000

—2019 年的 19 年中，大湾区 CO2排放强度下降了 53%，

2019年降至每万元人民币0.35 t。2018年大湾区碳排放强

度[0.25 kg CO2/2012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PPP）]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三[66]，是同年加利福尼亚州

（0.15）的1.7倍，是纽约州（0.12）的两倍[67]，与全球湾

区相比仍有差距，大湾区产业结构应进一步优化升级。

4.2. 粤港澳大湾区CO2驱动因素

4.2.1. 关键驱动因素

为了便于讨论大湾区能源相关CO2驱动因素，本研究

将 2001—2019 年驱动因素分解结果平均分为六个阶段。

经济增长是大湾区 CO2 排放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3，红柱）。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湾

区内地城市成为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承接地，其

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大湾区GDP快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规

模效应驱动CO2排放量大幅上升。大湾区在“前店后厂”

的发展模式下，制造业等产业高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

规模效应，2007—2010年经济增长对CO2排放贡献下降了

图1. 大湾区CO2排放趋势。（a）大湾区城市CO2排放量；（b）按能源类型划分CO2排放量；（c）按行业划分CO2排放量；（d）大湾区人均CO2排放量

和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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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年后大湾区逐渐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

经济增长对CO2排放的正贡献略有增加，但小于金融危机

前。国家“十二五”规划（2010—2015年）[68]进一步深

化了低碳发展目标，包括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降低

单位 GDP 的能耗和 CO2 量，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69]。

2013年后大湾区进入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经济增长对碳

排放的驱动力减弱。综合六个时期经济增长对CO2排放的

贡献，发现经济规模、国家和地区政策、国际金融环境直

接影响大湾区CO2排放。

燃料质量反映了大湾区燃料碳含量升级的变化。结果

显示，由于工业锅炉和小火电机组淘汰等一系列政策引

导，燃料质量始终抑制大湾区CO2排放量增加（图3，蓝

柱）。自2000年以来，大湾区城市陆续关闭了高耗能、重

污染的工业锅炉。《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

图3. 2001—2004年、2004—2007年、2007—2010年、2010—2013年、2013—2016年和2016—2019年社会经济因素对大湾区能源相关CO2变化的贡献。

图2. 大湾区城市CO2排放量和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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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提出，2005年年底前关停所有单机容量5万千

瓦以下的小火电机组，2007年完成12.5万千瓦以上燃煤和

燃油电厂的脱硫改造[70]。这些措施使燃料质量在2004—

2007年期间遏制26.3%的大湾区CO2排放增长。大型发电

机组，如佛山三水恒益电厂（120万千瓦）于2011年投入

使用。广东省用大容量、高参数、低消耗、低排放的机组

取代了小型、低效、高污染的火力发电机组，大大改善了

燃料质量。通过持续淘汰小火电机组和工业锅炉，大湾区

燃料质量已达到较高水平，其碳减排潜力正在减小。

能源强度大大阻碍了大湾区CO2增长（图3，紫柱）。

随着清洁能源的使用、新型发电技术的普及以及“上大压

小”和“油改气”政策的实施[71]，2001—2019年广州和

深圳等城市能源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大大降低。自 2007

年以来，广州和深圳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能源强度大大

抑制大湾区CO2排放，这两个部门能源强度从 2007年到

2019年分别减少了 8.9 Mt和 48.1 Mt CO2排放量。加快大

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可显著

遏制CO2增长。

大湾区能源结构逐步优化，其对CO2排放的贡献正在

减少。由于“油改气”等政策实施，石油在工业一次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天然气消费量持续增加。2006年

中国第一个液化天然气（LNG）试点项目（广东大鹏LNG

接收站和珠海横琴岛海上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建成后，形

成了沿海进口LNG、陆上跨省管道天然气、海上天然气的

多气源供气格局，建成了覆盖珠三角主要城市的天然气管

网。2010年西气东输二线建成并接入广东后，2013年天然

气在广东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7.8%，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两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气东输二线建成之前，

香港和深圳已率先调整能源结构。天然气消费比重的增加，

分别推动了大湾区在第二和第三阶段16.5%和3.7%的CO2

排放增加。进一步加强香港和深圳在大湾区能源结构转型

的主导作用，加快推广新能源技术，减少广州和佛山对煤

炭消费的依赖，将有助于加速大湾区CO2排放量下降。

产业结构显著抑制了大湾区CO2排放（图3，绿柱）。

2001—2007年间“上大压小”和“油改气”的政策逐步

实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的增加值份额略有增加，导致大湾区产业结构推动 9.9%

（2001—2004年）和7.2%（2004—2007年）的CO2排放量

增长（附录A中的图S1）。2009年大湾区城市关闭了小容

量火力发电设备，能源生产部门的增加值份额大幅下降，

遏制了该行业对CO2排放的促进作用。2007—2010年期

间，广东省提出“双转移”战略，大湾区劳动密集型产业

逐步转移到粤北山区和粤东、粤西地区。各城市合作建立

工业园区，如肇庆大旺产业转移工业园（金属材料和电子

产业）和广州（清远）产业转移工业园，以支持生物医药

产业、先进机械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2013年以后，能

源生产部门的贡献继续下降，服务业成为大湾区CO2增长

的主要部门。深圳不断深化“产学研”发展模式，加快了

大湾区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大湾区应加快推

动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物流、会展、金融、旅游、信

息等）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先进装

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低碳发展的促

进作用。由于人口增长继续推动大湾区 CO2 排放增加

（图3，灰柱），增加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可

以减少人口增长对CO2排放的贡献。

4.2.2. 关键城市

为了进一步讨论 2016—2019 年间各城市对大湾区

CO2排放的贡献，本研究将六项CO2驱动因素按城市进行

了分解（附录A中的表S4）。图 4显示CO2增长并不完全

由GDP增长决定。2016—2019年期间，深圳经济增长对大

湾区CO2的贡献排名第七（贡献最大的是广州），其GDP

增长率（30%）却位列大湾区第一。产业结构是 2016—

2019年间遏制大湾区CO2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东莞、广

州和佛山的产业结构对CO2排放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强。东

莞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了煤电、造纸、钢铁、平

板玻璃、铝冶炼等落后产能。在“十三五”期间，东莞电

子信息制造业的收入超过了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一半，高端电子信息、太阳能光伏、智能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2016—2019年第三产业

对广州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4%。广州先进制造业起

到了主导作用。广州工业发展形成了产值超过千亿元的产

业集群（即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电力热力）以及增加

值超过千亿元的服务集群（批发和零售、房地产、金融、

信息服务、交通运输）。佛山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从35.6%提高到50.2%。2016—2019年，广州、

佛山和东莞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大湾区CO2排放量减少了

22.4 Mt，中山、江门和惠州的产业结构使湾区CO2排放量

增加了9.2 Mt，应加快这三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佛山部分陶瓷业转移至肇庆，佛山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能

源消耗减少，佛山能源强度有效遏制了大湾区CO2排放。

5. 粤港澳大湾区CO2减排

大湾区城市发展不平衡和CO2排放差异大大增加了低

碳路径制定的复杂性。为了探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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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策略，本研究分析了 2019 年大湾区各城市各行业对

CO2的贡献率（图 5）及其产业增加值占比（附录A中的

表S5）。结果显示，大湾区逐渐形成了广港深澳、佛山东

莞、珠海惠州中山、肇庆江门的梯度发展模式。广州、深

圳和香港贡献了大湾区49%的CO2排放，其服务业占大湾

区服务业CO2排放的 75%，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64%。CO2

的变化对交通运输部门很敏感，可通过减少交通运输对石

油消费的依赖来降低其能源强度。广州和香港的能源生产

部门贡献了大湾区该部门44%的CO2排放。

汽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是广

州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制造业、信息技

术和金融业正在快速发展。实现传统支柱产业的节能减

排，带动新一代产业的发展，辐射周边城市的相关产业，

是广州未来产业发展的目标。深圳传统制造业已升级为先

进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产业，深圳的装备制

造、医疗器械、医药、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企

业合作和技术支持是深圳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发展的主要

方式。

佛山和东莞是大湾区未来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也是大湾区重工业和轻工业CO2排放的主要贡献

者，分别占 24%和 57%。佛山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大

湾区重工业CO2排放的18%，东莞的造纸和纸制品业占大

湾区轻工业CO2排放的52%。在佛山建设“国际制造业创

新中心”和东莞建设“国际制造中心”的过程中，应有效

控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造纸和纸制品业CO2排放。佛山

的高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产业（承接广州），东莞的

信息技术（承接深圳）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已经成为

新一代支柱产业。东莞和佛山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通

过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其工业CO2排放量有望进一步

下降。

相比之下，珠海、惠州和中山的工业发展规模较小，

这三个城市CO2排放量仅占大湾区排放总量的16%。珠海

以电力能源业、生物医药业、石油化工业、家电电气业、

精密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为支柱产业。珠海的电力生

产、石化加工等传统行业的能源消费可替换为清洁能源

（如LNG和海上风电）促进城市低碳发展。作为广东省两

大石化加工基地之一，惠州在 2019年石油加工业增加值

占珠三角地区的 73%。建设绿色工业园区，促进循环经

济，发展脱碳技术[即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

是惠州石油化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的重点。作为深圳都市

圈的一员，惠州有足够的土地承载能力和条件承接深圳和

东莞的先进制造业。中山支柱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如

纺织服装、家具制造和金属制品，正在向高科技的先进制

造业（即医药、电子、计算机和仪器仪表制造）转型，但

图4. 2016—2019年间各城市对大湾区CO2排放的贡献。

图5. 2019年大湾区城市各部门对CO2排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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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规模仍然很小。

肇庆和江门的经济发展在大湾区中较落后，其第一产

业增加值比例在大湾区城市中最高。肇庆是广东省商品粮

基地，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提供农产品，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到17%。肇庆工业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主，面临着巨大

减排压力，传统工业CO2排放量占其排放的80%以上。肇

庆应加强与广州、佛山的合作，吸引广州、佛山的新能源

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优势产业。

江门的交通装备制造业已初具规模，轨道交通和重型卡车

发展良好，未来可替代传统产业。

鉴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能源资源配置的空间异质

性和差异性，大湾区城市差异化减排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

几方面。广州、香港和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与

CO2排放的绝对脱钩（图 2）。这些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

带动了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未来应大

力发展绿色交通，提高交通电气化程度，加快建设绿色物

联网，控制服务业CO2排放增长。应持续优化广州和香港

的能源结构，推动能源低碳转型。佛山和东莞需要加快传

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构建绿色工业体系。

通过发展新能源，促进工业清洁能源替代，发展循环经

济，实现工业生态化，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佛山和东莞CO2

排放。珠海、惠州和中山应优先发展绿色技术（海上风力

发电和CCUS）和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和生物医

药）。肇庆和江门应加快传统产业脱碳，淘汰落后工艺，

承接广州、深圳和佛山的新能源汽车和先进设备制造业。

作为国家和省级低碳试点城市，深圳、广州、珠海、中山

应以零碳社区推动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倒逼产业低

碳转型。大湾区城市差异化低碳发展策略可为制定大湾区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线图以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碳中

和路径提供参考。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作为中国高度开放、经济活跃、创新驱动的地区，粤

港澳大湾区旨在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领先于国家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优势。为了探究大湾区低碳发展成

功经验及可推广碳中和路径，本研究编制了大湾区CO2排

放清单（2000—2019年），分析了关键因素、城市和部门

对CO2排放的贡献。通过分析大湾区CO2排放趋势，讨论

各种驱动因素变化，本研究提出大湾区城市和部门差异化

减排策略。

基于结果分析，得到以下发现：①大湾区低碳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大湾区各城市CO2排放逐渐放缓，与GDP

增长脱钩。大湾区走在全国低碳发展前列，CO2排放强度

低于 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三，但约为加利福尼

亚州和纽约州的两倍，与国际湾区仍有差距。②经济增长

是推动CO2排放的主要因素，贡献逐渐减弱。能源强度显

著抑制了大湾区CO2排放增加。低碳发展正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逐步实现。深圳和香港的产业升级以及深圳、

广州和佛山的技术进步抑制了大湾区CO2排放增长。③本

研究提出了广州-香港-深圳-澳门、佛山-东莞、珠海-惠州-

中山、肇庆-江门的梯级减排策略。广州、深圳和香港以服

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其减排主要在交通领域。大湾区

能源生产部门CO2排放主要来自广州和香港，应持续优化

能源结构，推动能源低碳转型。佛山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

东莞造纸和纸制品业对大湾区CO2排放贡献很大，传统制

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绿色产业转型是其低碳发展的关键。

珠海、惠州和中山应扩大产业发展规模，积极承接深圳和

广州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肇庆和江门是

大湾区其他城市产业转移的承接地，重工业和能源生产部

门分别是其CO2排放的最大贡献者，应优先淘汰落后工艺，

加快传统产业脱碳化进程。服务型城市应以零碳社区等方

式推动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倒逼产业低碳化转型。

为促进大湾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提出了以下

建议。第一，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加快

能源转型。目前大湾区电力供应缺口较大，可再生资源禀

赋较差，新建核电规模有限。应在非电力供应技术格局的

基础上，制定大湾区中长期能源转型政策和技术路线图，

以光伏和储能为主要电力供应来源，氢能和碳捕集并存。

对电网、储能、氢能等技术的投资将促进新能源技术实现

大规模应用。

第二，碳标签和碳排放交易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园

区内传统的高耗能产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较

高，应加快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产业

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传统高耗能行业产品层面的节能减

排标准可以加强能效标杆、低碳产品、碳标签认证，可利

用现有的市场碳减排机制，如广东、深圳碳交易市场，倒

逼大湾区高耗能行业企业低碳转型发展。

第三，加强区域协同和绿色发展。充分发挥香港、广

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的引

领和溢出作用。利用这三个城市的科研开发、产业创新和

学术研究的优势，加强能效等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强化

技术支撑，释放减碳潜力。中山、肇庆、江门应积极承接

高新技术和其他高附加值产业。优先考虑大湾区各城市错

位发展、产业集群互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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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针对大湾区重点城市的关键因素和产业制定有

针对性的减排方案。广州、深圳、香港正在向技术和知识

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应进一步减少对石油消

费的依赖，发展交通、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行业。东

莞和佛山应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科技产业

转型升级，珠海、惠州和中山应扩大产业发展规模，积极

承接深圳和广州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肇

庆、江门应加快推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型，大力推动

产业链、价值链由低端环节向高端产品、高端要素、高端

服务的深化和延伸。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作用，遏制大湾区

CO2排放增长，推动大湾区发展成为生态安全、环境优

美、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第五，完善现有政策和纲要。CO2排放的统计核算工

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落实各部门的统计核算责任

和数据质量保障方面（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政

策制定应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控制作为指导原

则。尽快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其他相

关法律进行修订，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

能源消耗数据的缺乏导致部分城市个别年份排放清单

缺失，从而使结果产生不确定性。例如，由于缺乏详细的

能源数据，我们无法编制香港和澳门排放清单，使得大湾

区排放清单无法保持一致性。由于缺乏 2016年以前东莞

能源消耗数据，无法将其纳入大湾区碳排放整体分析中。

由于缺乏从广东电网进口电力和区域电网出口电力的时间

序列CO2因子，因此城市边界以外的间接CO2排放被排除

在核算边界外。结果不确定性将影响减排责任的准确量

化。未来研究应着重于调研以提高数据质量，范围2排放

（外购电力和热能消耗的排放）将被纳入框架中。采用多

准则决策分析识别具有成本效益的减排途径，评估大湾区

城市群减排的协同效益，将有助于探索区域合作对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减排的作用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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